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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彬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政府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不得不对优先事项进行取舍和排

序。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关键问题。文章根据科技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分类，提出目前

我国科技政策议程设置的实际状况是以“内参模式”为主，“借力模式”为辅。重点分析

了智库影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的两种模式（“内参模式”和“借力模式”），并对未来的

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科技政策，议程设置，智库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7.06.008

1	科技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类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起始阶段，是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决定

着社会问题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并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质量。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

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王绍光[1]依据公共政策议程提出者的

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 6 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表 1）。

表	1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议程提出者

决策者 智库（智囊团） 民间

民众参与程度
低 关门模式 内参模式 上书模式

高 动员模式 借力模式 外压模式

笔者曾根据王绍光的这一分类，初步梳理和分析了我国的科技政策议程设置的 6 种模

式，并提出了发展趋势和方向[2]。概括来说，在当今中国，6 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同时

并存。但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科技政策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7年2
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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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模式中，“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

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借力模式”和“上书模

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虽使用较少，但未来出现

的频率将会增加。

从科技类智库（或称智囊团）的角度来看，科技

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主要分为“内参模式”和“借力模

式”。目前我国科技政策议程设置的实际状况是以“内

参模式”为主（这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科技政策的决策

内容比较专业，和普通大众的直接利益和诉求有一定的

距离），“借力模式”为辅（近年来科技与经济和社会

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涉及伦理和健康等有关的科技政

策决策需要更多的社会参与）。

2	智库影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

2.1	 内参模式

“内参模式”是由接近权力决策和执行核心的体制

内智库提出的。体制内的智库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

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在这个模

式里没有公众与决策者的直接互动，只有智库与决策者

之间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内参模式”比较

常见。究其原因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国内外形势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涉及的领域广

泛，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

辅助和支撑机制加以完善和改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

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决策支持体系。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院（原“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科学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

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原“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全国重点大学属下的研究机

构（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参

与并投入到科技政策研究和战略咨询工作中。除此之

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致

公党、民进、民盟等）也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

向政府高层建言献策。

上述智库一般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或“调

研报告”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呈送

的范围是党中央、国务院或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各级

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

以中科院为例，2015 年 2 月12日，中科院发布了

“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办院方针，即“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

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

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

国际一流科研机构”。把“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

库”列为其中。2016 年 7 月 20 日中科院通过了新修订的

《中国科学院章程》，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率先建

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同时第五条还提出，中科院

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对重

大科技问题发表学术见解与评议，承担国家交办的战略

研究和咨询评估任务，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和

科学依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 年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目标是“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

名度的高端智库”。2015 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第 18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15 年 12月，正

式启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共有 25 家机构入选

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其中依托大型国有企

业的只有 1 家，社会智库 2 家。其余均为体制内研究机

构，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

机构和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形成的专业性智库。这 25 家试

点单位均有比较稳定完善的信息报送渠道，是“内参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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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挥作用的主渠道。

可以预见，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在科技政策的议

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继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

2.2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智库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

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智

库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

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疑虑和障碍。其背后最主要

的原因是，智库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

政府内部却存在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阻力。例如，2003 年

国家启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围绕自主创新

还是引进创新哪个为主的原则问题，曾引发国内不同的

声音，中央有关部门举棋不定。据全程参与国家中长期

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的时任科技部办公厅负责人介

绍，当时围绕是否坚持自主创新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未来 15 年（2006—2020 年）的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不一定要有自己自主的科技创新。他们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发展

加工制造业，照样可以创造效益，照样可以发展，而且

这种发展模式更加保险、有效。据介绍，在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之初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一观点代

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例如，当时围绕大飞机等问

题，科技部曾主持由一流专家参加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题

项目的研讨会，并进行充分研讨。同时科技界的多家智

库（如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也通过各种

媒体发声，特别是 2005 年 3 月北京大学教授路风的《中

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通过媒体公开发表后，

社会反响强烈。国家最终把大飞机列为 16 个重大科技专

项之一，并把自主创新写入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

指导原则。

一般来说，在中国，智库主要集中在党政机构及其

附属部门（包括各级党委政府体系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大学

等），一般不习惯采取“借力模式”。同时，独立的、民

间的社会智库势单力薄，影响较小，因此“借力模式”目

前在我国并不常见，尚处于萌芽或探索状态。但随着改革

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推进，一批独立、有影响的社会智库

（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盘古智库等）逐渐发展壮大起

来，这一模式将会时有所闻，并不断增多。

3	智库影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展望

除了上述智库自身直接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两种模

式外，民间个人和决策者也越来越多地被吸收到智库的平

台上来。同时，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应用，智库影响科技政

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概括起来，

未来智库影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趋势如下。

3.1	 智库影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往往会吸收越来越多的

民间个人参与

民间个人影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一般分为“上

书模式”和“外压模式”。“上书模式”是指民间个

人直接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上书模式”与

“内参模式”在形式上十分相似，都是个人向决策者提

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

里，建言人是体制内的智库人员；在“上书模式”里，

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智库内的研究人员，但也未必是普通

民众，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或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上书模式”在科技界体现比较明显。例如，1986 年 3

月，王大珩等4名院士（时称“学部委员”）上书中央

提出“关于研究发展我国战略高技术的建议”，很快就

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准。几个月后，国务院组织

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著名的

“863”计划。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

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展望未来，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个人话语权会不

断增加，民间个人的“上书模式”会依然存在，数量也

许会增加，但随着我国智库的发展越来越完善成熟，民

间个人的“上书模式”影响决策的例子会越来越少，

主要是因为上书的材料送达决策者手中的可能性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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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因此，今后有可能逐步被智库的“内参模式”纳

入其中。智库可以广泛收集相关意见领袖的意见，进行

汇总、归纳和研讨，形成智库意见，进而影响决策。同

时，智库也可以吸收一些代表性的民间人士到智库兼

职，担任客座研究员等。

除了“上书模式”外，另外一种民间个人影响政策

议程设置的是“外压模式”。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

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

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

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

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

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

程、接受新议程。通过“外压模式”引发科技政策议程设

置的例子并不多，但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方舟子与他

的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曾通过揭露“汉芯事件”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促使国家科技部建立了科研诚信

建设办公室，并于 2006 年 11月 7 日发布了《国家科技计

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曾有学者把

焦点事件（Focusing Events）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为“政策

窗口”（Policy Window）[1]，这里的“汉芯事件”就是焦

点事件，经过网络发布传播后引发“政策窗口”，进而

影响了后面的科技政策议程的设置。“外压模式”一般

可以通过舆论传导被相关智库吸收，进而通过智库平台

转化为“借力模式”或者“内参模式”。

展望未来，民间个人的“外压模式”也可以被利用

整合到各类智库。智库既可以通过“内参模式”上报民

间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继续发挥民间个人的“外

压模式”的优势（如以智库兼职研究员的身份等），通

过媒体和舆论发声，进而间接影响政策的决策走向和政

策过程。

3.2	 智库影响科技政策议程设置越来越多采用互联网手

段进行“外压”

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构建离不开舆论传播。智库

的功能主要是建言决策和影响舆论。只有智库研究与舆

论传播密切结合，才能不断扩大智库影响力。优秀的智

库研究成果应以多种传播手段、借助各类媒体平台进行

推广和传播，探索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的新形态。智库

进行舆论传播的目的有两点：（1）扩大影响力，提升知

名度（具有普遍适用性）；（2）通过舆论传播，修正

智库研究成果，向政策制定的相关利益主体传导舆论压

力，进而影响有关决策。而后者也是智库的舆论传播不

同于其他传播的地方。

我国智库在舆论传播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智库相比

仍存在差距。当前，我国智库比较注重自身建设、成果

研究，但往往忽略了智库产品的舆论传播。而欧美发达

国家智库非常重视舆论传播，定期组织公共活动，及时

发布相关新闻消息和深度报道。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互

联网时代，舆论传播更多地通过网络来进行，网络舆情

会越来越多地影响政策的议程设置，特别是网络媒体引

发网络舆论并与传统媒体互动，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

政策决策部门基于形象、政绩、稳定等压力做出回应，

采取政策行动，进而影响了政策议程设置[3]，如 PM2.5纳

入国家空气质量监测与治理体系[4]。

展望未来，各种类型智库特别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手段，采取“互联网+智库”

模式。概括来说，“互联网+智库”有利于创新智库知识

生产方式、创新智库成果传播方式，全面提升智库成果

创造、运用、管理、保护和服务水平[5]。

（1）“互联网+”可以创新智库知识生产方式。在

互联网时代，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查阅文

献资料、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提升研

究水平。同时，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可以让智库

研究人员了解某项公共事务的发展现状、主要特点、存

在问题、发展趋势等，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

提高政策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合理性。

（2）“互联网+”可以创新智库成果传播方式。与

出版研究成果、举办论坛和成果发布会等传统的智库研

究成果传播方式相比，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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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势。目前，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世界知名智

库大都采用Facebook、Twitter、LinkedIn、Google+、RSS

和YouTube等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中国的智库还可以通过开通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

号等方式，让各类用户及时了解智库的最新研究成果。

3.3	 智库成为科技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民间

个人的许多行为可以被整合到智库，而且体制内决策部

门的某些职能（如征求意见、讨论等）也会逐步转移到

智库打造的平台上来。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政策出台过程往往

由决策部门内的特定人群参与（如各级党委常委会、人

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部门办公会等），往往缺乏

政策出台前充分的举证和辩论等环节。当然一直以来，

我国政策方案在决策出台前往往会公开征求各方面的意

见，举办相关座谈会等。未来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

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政策决策前的诸多环节

可以转移到智库来进行，如民意调查、征求意见、讨论

辩论等。越来越多的科技智库将成为政策过程特别是科

技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平台。

打造科技智库成为科技政策议程设置的平台，关

键是整合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数

字技术建设一批数据调查与分析中心、政策仿真实验室

等，加大与党政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媒体、行业企

业以及国内外知名智库机构合作和交流力度，开展协同

研究，共同研讨科技政策问题。这一智库平台包括信息

共享平台、课题研究平台（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研究基

金、各有关单位的课题发布）、辩论和研讨的交流平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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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resources are always limited. Therefore, before the policies formulating, government have to make choices to decide 

and sort the priority. So, the agenda-setting is key point in the policies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agenda-setting mode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including close model, mobilization model, internal reference model, leveraging model, letter model, and external pressure 

model, it was put forward that currently agenda-setting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in China is internal reference model as 

principal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decision-making content is very professional), leveraging 

as supplement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related to ethics and health particularly). The internal reference model & leveraging model of agenda-sett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ffected by think-tank in China were mainly analyzed in this paper.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agenda-setting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ffected by think-tank in China were discussed and prospecte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ink-tank tend to absorb more and more civil 

participation, increasingly use the internet means of external pressure and become a key platform for agenda-sett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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